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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景下模拟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欧阳晓 贺清云 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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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模拟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对城市群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系统服务保护

具有重要意义。以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未来用地模拟模型和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计算方法,模拟了基准、耕地保护及生态保护 3 种情景下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

响。结果表明:①1995—2015年期间,城市群的建设用地面积呈增加趋势,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呈减少趋势,导致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呈下降趋势,其中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因素以可达性和地形等为主。②在基准情景、耕地保护情景

和生态保护情景 3 种不同情景下,2030 年城市群的土地利用变化均表现为建设用地规模的增长幅度较大,分别增加

218km2、167km2和 212km2,长沙县、株洲县和湘潭县将成为建设用地扩张的集聚区。③2030 年基准情景下各单项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均下降较明显,但耕地保护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作为基准情景的补充和优化,能够提升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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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ESs）是连接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重要桥梁
[1-3]

。城市扩张是非城市用地转化为城市

用地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4]，促进了自然和半自然土地利用类型（如林地和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化，改变了生态系统循环模式从

而影响生态系统过程[5-7]，导致调节、供给和文化等方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 Services Values,ESV）出现损失[8-13]。

因此，模拟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 ESV的影响对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14-15]。 

目前，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尺度对城市扩张如何影响 ESV 进行了探讨。例如，全球尺度下，Nelson 等模拟城市扩张对 ESV

的影响，发现城市扩张是导致物种可用生境和碳储存减少的主要因素[14]。国家尺度下，Eigenbrod 等分析 2006—2031 年英国在

城市扩张影响下 ESV的动态变化，发现碳储存和食物生产出现显著下降[11]。区域尺度下，Delphin等模拟城市扩张对苏万尼河下

游农村与森林相关 ESV 的影响，发现碳储存和木材体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10]
。现有关于城市扩张与 ESV 二者关系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上，无法量化城市扩张所造成 ESV 的损失强度。其次，缺乏研究多情景下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将会限制研究结果在政府制定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实际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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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城市群的快速城市扩张模式加速了农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变，导致城市群的景观格局和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

使得 ESV显著下降。基于此，本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针对城市群 ESV的时空变化特征，运用未来用地模拟（Future 

Land Use Simulation,FLUS）模型对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模拟，解析其对 ESV的影响，旨在解决：(1)城市群 ESV具有怎样

的时空变化特征；(2)土地利用变化如何对 ESV 产生影响；(3)不同情景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下 ESV 如何发生变化。研究结果将

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制定城市群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对策建议。 

1 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

阶段。1995—2015 年，城市群人口从 1237.61 万人增加到 1425.60 万人，涨幅达到 15.19%；国内生产总值（GDP）从 1172.60

亿元增加到 12548.34 亿元，涨幅达到 970.11%；建成区面积从 537.59km2增加到 1013.36km2，涨幅达到增长 88.49%。参照相关

规划和研究成果选取城市群都市区为本研究的实证研究区，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的市区以及长沙县、株洲县、湘潭县[16-17]，

如图 1。都市区的行政区划面积为 8629km2,2015年末总人口为 823.68万人，GDP为 9175.78亿元，建成区面积为 901.12km2，是

整个城市群中建设用地扩张和生态环境变化最活跃的区域，能够更好地反映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同时，根据最新的城市群发展规划、生态绿心保护区规划以及城市化水平，将该都市区分为三大功能区：城市化地区、正在城

市化地区以及生态绿心保护区。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1)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数据，利用 1995 和 2015 年的 Landsat TM/ETM+遥感影像数据解译

获得，参照国家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和刘纪远[18]研究结果，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

用地 6 个大类。并选取湖南省国土部门提供的 SPOT5 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影像，在 ENVI5.1 进行解译精度的验证，其中 6 种土地

利用类型各选取了 200 个样本点，验证结果显示精度达到 91.3%，参照李艳忠[19]和 Eike[20]的研究结论，该解译精度可用于城市

用地扩张研究。(2)1995和 2015 年的人口密度和 GDP密度等数据来源于 1996 和 2016年长沙、株洲、湘潭 3 市的统计年鉴，综

合土地利用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将城市群的人口密度和 GDP密度等统计数据转化为空间栅格数据，分辨率为 1km。其中，所采

用的夜间灯光数据为 1995年 DMSP/OLS与 2015年 NPP/VIIRS数据，来源于 NOAA/NGDC网站。(3)1995年和 2015年的空间驱动因

素数据，包括：可达性因素、地形因素、生态保护因素以及耕地保护因素。可达性因素数据包括到各级道路的距离、到区县（市）

中心的距离和到镇中心距离等，根据城市群交通规划图和城镇体系图进行矢量得到，距离数据是利用 Arc GIS 中的欧式距离模

块计算得到；地形因素数据包括高程和坡度，高程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坡度数据是利用 Arc GIS 中的坡度模块计算得

到；生态保护因素包括自然保护区、生态绿心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库河流等水源地、城市公园等，来源于湖南省长株潭两

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领导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作为生态保护情景下的限制发展区域；耕地保护因素包括基本农田数据，来源

于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作为耕地保护情景下的限制发展区域。以上所有数据通过 ArcGIS处理成栅格数据，行列数为 3959×5691，

分辨率为 30m，使其满足 FLUS模型的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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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研究区 

2.2研究方法 

2.2.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 

本研究采用谢高地等[21]制定的单位面积 ESV当量，考虑到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根据湖南省区域的 ESV修正参数（1.95)[22-25]，

制定了长株潭城市群不同地类单位面积的单项 ESV系数表（表 1），根据表 1按照 1km×1km的网格尺度对研究区进行 ESV计算。

ESV当量因子的价值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VCk为 ESV当量因子的价值量（元·hm-2·a-1);P为全国平均粮食价格（元·kg-1);Q为研究区平均粮食产量（kg·hm-2);n

为年份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SV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Ak是第 k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hm2);VCk为 ESV当量因子的价值量（元·hm-2·a-1）。 

2.2.2情景设定 

为城市群更好地推进城市开发、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本研究设定了 3种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的情景： 

(1)情景一：基准情景。基准情景是城市群基于 1995—2015 年土地利用变化规律，按照目前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不设定各

类型用地之间相互转换的限制条件以及未涉及政府和市场干预的变化情景，是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模拟考虑其他约束条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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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2)情景二：耕地保护情景。基本农田的质量和数量关系国家的粮食安全，因而土地利用变化模拟需要在基准情景下加入耕

地保护的理念。对城市群的耕地进行保护，严格控制基本农田转为其他类型用地，以防止城市化进程中基本农田被其他用地侵

占，从而控制基本农田的总量，为城市群在保护基本农田的前提下进行未来城市群区域规划提供参考。 

表 1各地类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元/hm2) 

生态系统服务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未利用地 

气体交换 2773.58 16641.50 5778.30 1964.62 231.13 

气候调节 3736.63 15678.45 6009.43 7935.53 500.79 

水源涵养 2966.19 15755.50 5855.34 72305.78 269.65 

土壤形成与保护 5662.73 15485.84 8628.93 1579.40 654.87 

废物处理 5354.56 6625.78 5084.90 57205.16 1001.57 

生物多样性保护 3929.24 17373.42 7203.61 13213.04 1540.88 

食物生产 3852.20 1271.23 1656.45 2041.67 77.04 

原材料 1502.36 11479.55 1386.79 1348.27 154.09 

娱乐休闲 654.87 8012.57 3351.41 17103.77 924.53 

合计 30432.38 108323.85 44955.17 174697.25 5354.56 

 

(3)情景三：生态保护情景。类似于耕地保护情景，在基准情景中加入生态保护的因素。生态保护区是综合考虑城市群生态

系统结构和资源承载力等因素而划定的区域，防止城市群无序的扩张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生态保护情景能够推进城市

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城市群的空间高质量发展。 

2.2.3FLUS模型 

(1)模型介绍。FLUS模型是集成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和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CA）模型的优势，

并加入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模型和轮盘赌选择机制而构建的模型[26]，现有研究证明该模型能够

根据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高精度地进行土地利用变化模拟[27-28]。该模型由三大模块构成：a）利用 SD模型“自上而下”地预

测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目标值；b）基于 ANN 模型“自下而上”地计算各类型用地在研究区内像元上的出现概率；c）利用前

一个时间节点 SD 模型预测的土地利用变化的目标值输入 CA 模型中，结合限制发展因素，利用轮盘赌机制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

模拟。 

(2)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选取。土地利用变化是社会、经济、自然等内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表现[29]。随着城市群的城市化

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土地利用变化除了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外，更多地受到社会经济和空间区位等驱动因素的复合驱动作用
[30]。借鉴关于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研究成果[29-32]，最终从地形、可达性以及社会经济方面选取了高程、坡度、人口密度、GDP

密度、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到不同道路的距离等 10项驱动因素。 

(3)模拟过程。首先，运用 SD模型对 2030年城市群 3种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的目标值进行预测。其次，运用 ANN模型计算

各类土地利用数据在研究区内像元上的出现概率，得到适宜性概率文件。然后，在 CA 模块中输入 SD 模型确定的各类土地利用

变化的目标值、不同情景的限制扩张区域以及模拟参数（迭代次数、邻域值、成本矩阵等），得到 2030 年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

变化的模拟结果。最后，利用 FLUS模型中的精度验证模块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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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邻域权重参数设定。邻域权重参数是代表不同类型用地的扩张强度，用于反映各类型用地在内外部影响因子驱动下表现

出来的扩张能力，参数范围为 0～1，越接近 1 代表该土地利用类型的扩张能力越强。由于驱动因素与各类型用地变化之间存在

着复杂的关系，使得直接计算各类型用地的扩张强度存在难度，但各类型用地历史变化规律能够很好的体现各自扩张能力。因

此，本研究选取 1995和 201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计算各类型用地的扩张强度。 

 

并对各类型用地的扩张强度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式 3），使其位于 0～1之间，基于此扩张强度的无量纲化在参数意义和数据

格式方面均满足 FLUS模型的要求（表 2）。 

表 2邻域权重参数 

土地利用类型 水域 耕地 林地 草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邻域权重 0.39 0.62 0.51 0.43 1 0 

 

(5)成本矩阵与限制扩张区域的设定。成本矩阵是代表各类型用地间的转换规则，用于反映各类型用地是否可以相互转换。

当某种类型用地不允许转变为其他类型用地时，矩阵对应值为 0；允许转变时，矩阵对应值为 1。结合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类

型变化的实际情况，随着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完全能将任何类型用地转换为建设用地，然而建设用地转换为其他类型

用地难度和成本将较高，且实际情况很少发生，因此本研究设定建设用地不允许转变为其他类型用地。然而，水域、林地、耕

地、草地以及未利用地之间是否允许相互转变无法直接判断，所以，在不同情景下的模型成本矩阵参数需要根据其限制条件进

行设定（表 3）。 

部分土地利用类型由于相关政策的要求，其利用方式基本要求保持不变，为最真实地反映不同情景的模拟过程，对耕地保

护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分别设定限制发展区域。其中，耕地保护情景将区域内的基本农田区域进行掩模，设置为限制扩张区域，

模拟过程中禁止基本农田与其他土地类型相互转化；生态保护情景将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绿心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库河

流等水源地、城市公园等区域进行掩模，设置为限制扩张区域，模拟过程中禁止生态保护区向其他土地类型转化。 

(6)精度验证。随着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向长沙、株洲、湘潭 3市市区的周边县（市）快速扩张，尤

其是湘江新区和长沙南部新城等城市发展战略的实施，将促使城市群出现大规模的建设用地。SD模型和FLUS模型从“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综合考虑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影响因素以及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区等限制因素，以 1995年土地利

用数据为模拟基准数据，通过 FLUS 模型模拟得到 2015 年城市群土地利用情况，利用 Kappa 系数和 Fom 系数对模拟结果进行精

度验证，得到 Kappa 值为 0.76，总体精度为 85.57%,Fom 值为 0.29，说明该模型模拟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精度较高，表明该模

型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可以用于模拟 2030年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 

3 结果分析 

3.1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3.1.1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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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的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为主，其次是耕地和建设用地，水域、草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占整个区域比例最小，如图 2a、

图 2b。1995—2015 年，林地、耕地、草地等面积都在减少，其中林地和耕地的面积降幅最大，分别为 9.94%和 4.95%。建设用

地面积出现大幅度增长，如图 2c,2015 年城市群建设用地面积为 901.12km
2
，相较于 1995 年增长 151%，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建设

用地增长平均水平 27.24%[33]，其中建设用地扩张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群的城市化地区，说明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发展存在不均衡

的问题。 

3.1.2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时空特征 

1995—2015年，城市群各单项 ESV均呈下降趋势，如图 3。其中，食物生产价值降幅最大，从 19.47×108元下降到17.92×108

元，降幅达到 7.94%。同期气体交换价值、气候调节价值、水源涵养价值、土壤形成与保护价值、废物处理价值、生物多样性保

护价值、原材料价值以及娱乐休闲价值的降幅分别为 5.42%、5.38%、3.10%、5.95%、3.41%、5.18%、5.31%以及 3.90%。 

由图 4 可以看出，各单项 ESV 变化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在气体交换价值和气候调节价值方面，城市化地区表现较差，以

减少为主；正在城市化地区和生态绿心保护区表现较好，以增长为主。在水源涵养价值方面，城市化地区表现较差，尤其是建

设用地覆盖的区域是水源涵养下降的主要区域；正在城市化地区和生态绿心保护区表现较好。在土壤形成与保护价值与废物处

理价值方面，城市化地区的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土壤形成和保护价值与废物处理价值以减少为主。正在城市化地区和生态

绿心保护区由于林地比率较高，土壤形成和保护价值与废物处理价值以增长为主；在食物生产价值和原材料价值方面，城市化

地区的周边区域下降幅度较大，建设用地的扩张导致耕地面积的减少，降低了食物生产价值和原材料价值；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价值与娱乐休闲价值方面，正在城市化地区和生态绿心保护区表现较好，以增长为主，因为林地、草地、水体等自然和半自然

栖息地的比例很高，生境完整性和生态廊道连通性也高于城市化地区。城市化地区这两项服务价值表现较差，以下降为主。 

表 3情景模拟成本矩阵 

   基准情景     
耕地保护情

景 
    

生态保护情

景 
  

2016—2030 水域 耕地 林地 草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水域 耕地 林地 草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水域 耕地 林地 草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水域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0 0 0 0 0 

耕地 0 1 1 1 1 1 0 1 0 0 0 0 0 1 0 0 1 1 

林地 0 1 1 1 1 1 0 0 1 1 1 1 0 0 1 0 0 0 

草地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0 0 0 1 0 0 

建设用地 0 1 1 1 1 1 0 0 1 1 1 1 0 1 0 0 1 1 

未利用地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0 1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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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现状 

 

图 3 1995—2015年期间长株潭城市群各单项 ESV变化情况 

3.1.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因素 

通过相关性分析（表 4），可以反映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因素与各单项 ESV 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气体交换和气候调

节与人口密度、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到道路的距离、坡度和高程显著相关，人口密度较低、远离城市中心、远离道路的区域，

其价值往往较高。水源涵养主要与水体的距离和高程有关，远离高海拔地方，能提供较高的出水量。土壤形成与保护高价值区

域分布在人口密度低、坡度平缓的区域，同时距离市中心较远。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娱乐休闲高价值区域分布在靠近水体和人口

密度低的区域。食物生产和原材料高价值区域分布在远离城市中心和道路的区域。 



 

 8 

 

图 4 1995-2015年期间各单项 ESV变化的空间分布 

表 4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因素与各单项 ESV的相关性分析 

 人口密度 到城市中心的距离 到道路的距离 到水体的距离 坡度 高程 

气体交换 -0.685** 0.676** 0.624** -0.113 0.386** -0.247* 

气候调节 -0.647** 0.688** 0.636** -0.107 0.402** -0.251* 

水源涵养 -0.212** -0.002** -0.125** 0.580** -0.059 0.691* 

土壤形成与保护 0.526** -0.374** -0.329** -0.103 -0.289** -0.082* 

废物处理 -0.321** 0.409** 0.284 0.354 -0.157 -0.096 

生物多样性保护 -0.989** 0.728** 0.583** -0.116** 0.017** -0.101** 

食物生产 -0.363** 0.362** 0.297** -0.243** -0.079 -0.579** 

原材料 -0.447** 0.415** 0.275** -0.060** -0.108 -0.426** 

娱乐休闲 -0.592** 0.636** 0.578** -0.295** 0.232** -0.296** 

 

注：*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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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多情景下的 2030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模拟 

3.2多情景下的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特征 

3.2.1多情景下的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模拟 

根据长株潭城市群实际情况，在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中加入了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区等限制条件，建立了 3 种城市群

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情景，如图 5。基准情景下，2030年城市群的建设用地规模为 1120km2，其中，耕地和林地的面积出现大幅度

减少，相比 2015年分别下降了 3.99%和 2.25%，如图 5a。在耕地保护情景下，2030年城市群的建设用地规模为 1069km
2
，其中，

林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出现大幅度减少，相比 2015年分别下降了 3.86%和 9.28%，如图 5b。在生态保护情景下，2030年城市群

的建设用地规模为 1114km2，其中，耕地和林地的面积出现大幅度减少，相比 2015年分别下降了 4.66%和 1.75%，如图 5c。 

3.2.2不同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特征 

与 2015 年各单项 ESV 相比，在 2030 年的基准情景下，气体交换、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土壤形成与保护等 9 项服务价值

均有所下降，其中食物生产、气体交换和气候调节下降幅度最大。与基准情景相比，其他两个情景的 ESV 变化有所不同。图 6

显示 2030年两种约束情景下各单项 ESV相对于基准情景的变化率。与基准情景下的各单项 ESV相比，耕地保护情景下的废物处

理和食物生产的服务价值均有所增加，而其他服务价值出现下降，主要是因为耕地保护的前提下，林地被转化为建设用地的比

例最高，从而导致气体交换、气候调节等服务价值减少。与基准情景下的各单项 ESV 相比，生态保护情景下除了食物生产服务

价值出现下降以外，其余所有的服务价值都有所改善，其中娱乐休闲、水源涵养、原材料等服务价值增加最多，主要是因为生

态保护情景下，耕地被转换为建设用地的比例较高，而林地和草地等生态用地得到保护，从而与基准情景下相比除食物生产的

服务价值有所减少以外，其余所有的服务价值均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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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30年两个模拟情景下 ESV相对于基准情景的变化率 

4 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本研究基于 1995—2015 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现状，运用 FLUS 模型和 ESV 计算等方法，定量揭

示未来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 ESV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1995—2015 年，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速度较快，面积增长 151%，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27.24%；城市化地

区建设用地面积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正在城市化地区和生态绿心保护区，表现出长株潭城市群空间扩张分布不均衡以及空间一体

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2)1995—2015年，不同程度的城市扩张对 ESV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城市化地区对 ESV消耗最为明显，成为各单项 ESV下降

的集聚区，需要对其生态系统服务进行重点保护；正在城市化地区和生态绿心保护区对 ESV 消耗程度低，成为各单项 ESV 增长

的集聚区。 

(3)根据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对城市群 203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模拟结果表明：3种不同情景下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幅

度最为明显，是未来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并表现出以现有建设用地为中心向外围进行扩张的模式。ESV方面，对比

3种情景，其中耕地保护情景在食物生产上表现最好，而其他的单项 ESV表现较差；生态保护情景除了食物生产比耕地保护情景

差以外，其他方面的 ESV 表现较好。因此，城市群的土地利用规划应该综合考虑生态保护和耕地保护情景，既能保障区域生态

安全又能提高耕地质量和保护粮食安全。 

4.2讨论 

本研究综合城市开发、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关系，利用 SD模型和 FLUS模型模拟 3种情境下 2030年城市群的土

地利用变化，并将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两种情景作为基准情景的补充和优化，能够缓解基准情景下 ESV 下降的趋势，对城市群

制定未来土地利用规划具有启示作用[34]。耕地保护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能提高城市群的 ESV，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的 ESV变化趋

势及区域的生态安全变化，为区域进行“自下而上”的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对于长株潭城市群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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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导致 ESV下降，特别是在城市化地区周边区域，表明土地利用变化是造成 ESV下降的主要因素[35-38]。因此，

城市群应该生态保护优先，加大建设用地空间集聚性[39]，降低人均生态足迹，减少对自然的人为干扰。制定相应的国土空间规

划和生态保护措施，包括划定城市群开发边界
[40]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等

[41]
。严格控制城市群建设用地的规模，通过提升土地利

用效率，实现城市开发与生态保护协调共生发展。着重提高城市化地区的水源涵养、气体交换和休闲娱乐能力，改善正在城市

化地区和生态绿心保护区的水土保持和食物生产能力，从而提升城市群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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